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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人在资本逻辑的导向下习惯将以“经济”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正是在如此语境
中，经济伦理作为一种思想上的不甘，从经济原则至上的逻辑当中凸显出来。《货殖列传》内容极其丰富，从天文、地理、

风土、人情等方面论述了别样的经济观点，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司马迁的义利观和道德伦理观念。尤其是司马迁对

“商”的表述，他赞同商业的存在，同时又没有将“利”置于最高的价值顶峰。将从“商”之伦理突显、价值体现以及德性彰

显对《货殖列传》的义利互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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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逻辑在全球各个领域不遗余力的演绎和
深层次的拓展致使经济原则不断强制性地甚至无

节制地吞噬我们的现行世界。现代人习惯经济至

上的生命逻辑，将以“经济”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作

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正是在如此语境中，经济伦

理作为一种思想上的不甘，从经济原则至上的逻

辑当中凸显出来。经济伦理不单单要关联到国家

在经济上的全局性调控，更牵涉企业在从事生产、

销售、广告等行为时在道德层面的认可度及底线

约束，而且也涉及个体的道德底线。道德标尺不

只是指引、向导、控制欲望，更重要的是，它将理性

融入非理性的欲望当中，对恶进行一定程度的规

避。无论什么社会，如要获得长期健康稳定的发

展，它则必须将群体意识与规范和社会因素相结

合。建立一个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认可的价值观

念，或是规定一个具有普适性的伦理标尺，这些都

是至关重要的。

《货殖列传》作为司马迁的“瑰丽”之作，其内

容千汇万态，从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方面论述

了别样的经济观点，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他的

义利观和道德伦理观念。尤其是司马迁在当中对

“商”的表述，他赞同商业的存在，同时又没有将

“利”置于最高的价值顶峰。他就主张将理性的

“义”与非理性欲望合适地融合，从而追寻理性的

“利”。本文将从经济伦理的视阈对其义利之辨

进行探讨。

１　“商”在伦理中凸显的语境：礼生于有而
废于无———义与利相互转换的条件

“安贫乐道”是中国人的君子之求，无论在什

么时候对于孔颜之乐都是用标榜的态度来对待，

以彰显儒家对理知的追求。其实孔子还有一句

话，“富而好礼”，即在物质富有的状态下追求精

神层面的富足。富与贫本就是生活的一种状态，

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显然“贫”的状态居多，

这便养成了以“固贫”为特色的君子势态，加之以

治民为本的农耕文明，其极易忽视治生之道。这

导致中国的农耕文明迟迟未向资本的积累转变，

中国的商业文明便如石头间隙中的幼芽，明显后

天不足，暂难以达到商富国殷民的目标。其实如

何将“贫”“富”两种状态都过得不违君子之道才

是我们所求的正途。毕竟富好礼，礼需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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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基础之上。“农本商末”是从时间先在性

的角度对从商者其价值位列进行一个整队，这个

位列导致我们习惯于轻视商道，然而时间上的先

后并不能直接从逻辑上推导出其后位性的存在。

其实，“厚民生，兴利源”在任何时候都该是人们

所追求的目标。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在经济上让国

民财富值增长，更是为了在人寻求最终的安身立

命之所时，能够为此提供有利的支撑。故不可真

正让商由于时间顺序而处于因果的“末”端状态，

因为“商”在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与农业

同等重要的角色，甚至它资本积累的速度更快，更

能让资本增殖。黄宗羲就曾说过，对于统治者来

说，“商”可“使其愿出于途”［１］，亦是社会之本。

无论是“贫”还是“富”，都需“乐道”“好礼”，这才

是理想之生活状态，这亦是司马迁的“至治之

极”。

德性是展现生活幸福的必备品质，但在基本

的物质财富都匮乏的环境，单纯强调德性的施张，

必定是对生活一种不充分的呈献，而这种呈献并

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义者，宜也。”孔

子就曾表示，如果富贵是可以获得的，即便是作为

弘扬仁义礼智的教师也是不必推辞的，只做到获

之有道便可。何为“获之有道”呢？即在寻利的

同时，不忘记道德的存在。很多时候经济利益是

“礼”在实施过程当中的一个保障，当然合宜的

“义”必然为“利”得以长久的保障。毕竟国家只

有富强了，才可来远方之客，只有当温饱解决了，

才会注重荣辱德性的修养，从而知礼节。单纯的

道德理想、因义舍利的伦理趋向势，必易于与社会

现实相矛盾，在“义”的基础之上追求“利”，本该

是种合理的趋势，也是一个社会规范制定的物质

保证，即“礼”要建立在适当的“有”之上，而最快

增加“有”的方式便是“商”。几千年前的史官司

马迁就把求利看作人间的正途，因为无论是王还

是侯都“尚犹患贫”［２］，就更别说普通百姓了，他

们只要不违政治、不危害别人，都可合宜地希求财

富。在他看来，求富趋利是人之常性，只要在合理

的范围内因善导之便可，毕竟财货是天地的精华，

是生命的脉络，其本身并无对错，错的只是求利的

方式。因而，在《货》当中，司马迁在为商人立传

的同时，不忘加入道德的期许。例如，白圭追求积

累财富之时就折射出自己的商人价值观，能够做

到“薄饮食，忍嗜欲”，且能够“与用事僮仆同苦

乐”［２］。白圭并没有因富而不仁，或是忘本，相反

他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治生的正道。再如，范蠡在

身退之后成了以财富名满天下的陶朱公，他仍能

做到君子富而好行其德。在司马迁的观念当中，

生民都能达到富足，才可从根本上解决“义”“礼”

的问题，毕竟只有仓廪实了、衣食足了，才会思虑

礼节问题，才会关心荣辱状态。当一个人“不厌

糟糠”却鄙视财富，如何能以君子“乐道”而悠然

自居？又如何能让“道”很好传承下去？毕竟君

子是可以爱财的，只要获取的方式合理合礼合法

便可。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任何事情都必须建立在

吃饭的问题之上，但吃饭并不是一切，这是人与动

物的差别所在。当有食可吃之后，便需用适宜的

道德理想引导民众，从而繁盛正确的价值取向和

树立良善的人生态度，即建立起公认的“礼”。因

为人性是趋利的，如果没有义的引导，人寻求财富

时易被利益遮蔽双眼，执迷乃至沉浸其中，而忘记

回归的路。毕竟经济关系是人类社会当中各种关

系的一种，人的行为动机不是简单地维护或是满

足个人利益当中对物质或财富的占有，“而在于

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权利，他的资产。”［３］只

有人所拥有的财富能够有益于这些时，财富才会

引起人的足够珍视，因为财富本身并不是自主的，

它只不过是从事社会生活的手段之一，它从属于

社会生活、从属于人的欲望。不过，在一个经济关

系主导的社会，或由经济统治社会的年代，当经济

逻辑成为社会内在衡量万物的标尺时，必然会附

带“物质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所谓“富者，人之情性”［２］，人性的趋利性在很多

时候，见利便会竭蹶而前，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人

性的内在要求，所以，不能一味地压制人性，以忽

略它而寻求完全无利的“德”的存在，这并不是伦

理在经济学当中所想表达的意义。孔子曾说过，

最好的状态是富而好礼、贫而乐道。既然富能够

好礼是一种理想的人格状态，那么必然在生财过

程中就会诞生对礼的诉求，在求富的过程中，也会

产生对礼的维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２］。司

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能洞察“富”“利”对社会的

发展、对文明的推进，就能明晰“有”对“礼”存在

的价值意义，合宜的“商”何尝不是一种道德或

“义”的体现？

２　“商”之价值的彰显：“商而能之，货畅其
流”之义

尼采认为，价值是与生命有关的概念，而要探

讨“商”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看它对生命体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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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抑或是它存在的合法性，它能为生命的个体

做些什么，其价值彰显在何处。不用否认，商之首

能便是增加社会财物，即增值。对于一个不事劳

作、不事生产的行业如何才能创造财物呢？那便

是司马迁所说的“货畅其流”，借加速货殖的周转

速度从而产生价值。孙中山先生就曾认为，货物

流通顺畅是国富民强的根本途径之一，商是很好

的强国之路。因为农工之货必然要运于商旅，否

则成为废物，更无财富可言了。自古中国之商业

便处于被“抑制”之态，人们习惯性认为从商者不

事劳作，无法生产物品，以寄生态而存在，当然没

有价值可言。司马迁在重农的年代非常有远见地

提出了“商不出则三宝绝”［２］的口号，他认为这农

工商虞四项乃是人们衣食之本，“商”发展好了，

小则可使一家富裕，大则可使一国富裕，“商”更

能够解决民生问题。如果废弃商家，便会“三宝

绝”，其结果可想而知。人不仅仅有着自我幸福

的冲动，也有着一个扩大群体性的社会冲动，要彰

显一件事物的德性，单单看对个人的价值增加还

是不够的。因而“商”的价值不光是对个人来说，

更是对社会而言的，即通过“商”的流通增殖功

能，增加社会财富，达到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使国

家呈一片欣欣向荣的理想之态。

司马迁为商人修史正名，他认为，无商人的

“治生”便无繁荣奔富的社会效益，商的行业道德

便体现于利用货畅而方便民众，使国富裕。如果

货物不畅通，原本的天生之才也只能沦为废物，人

的生产也成为毫无意义的举动，更不要考虑财物

能否聚积、人能否富贵、国家能否昌盛的问题了。

那如何才能达到“货畅”的效果呢？一是加快流

通的速度。司马迁在当时就看到了必须加快资金

的周转，以勤劳为本质，加快货物的流通，在这个

过程中增加个人财富乃至国家的财富。这自然就

让“货畅”达到了效果，必然也就实现了“商”的价

值所在。二是建立起合适的行业规范来保证“货

畅”的实现，从而在货畅中促进社会的生产与进

步。行业规则本即为一种伦理诉求。譬如一个新

形成的小镇，一个人开了一家加油站，生意很好。

第二个人开了一家杂货铺，第三个人开饮食店，很

快小镇就会繁荣起来。商人也要体现“成人之

美”的君子之好，否则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

个人全开加油站，其结果必是大家都倒闭。换而

言之，“货畅”要建立在合理的规范之上。单单从

技术层面去讨论“商”的“货畅”价值是不够的，否

则在发达的金融监控技术下就不会出现金融危机

爆发的现象。商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流通中增加财

富，同时也在于它能守住基本的伦理底线，即

“商”必须用“义”作为求“利”的德性支撑。行业

规范则让商人逐“利”的天性在货物增殖过程中

有着“义”的势态，在道德哲学的支撑下更好地发

挥“商”的功能，这本就是商业价值的彰显。

３　“商”之德性的体现：反争利之义———礼
教自觉上的伦理支撑

经济就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的人

类活动，其本质在于利益，换而言之，即奠基于

“人性是自私”的假设上，以利于自己为主要目

的。经济伦理则以形而上的“应当”作为逻辑的

基础点，追寻结果上的“至善”。如果仅仅以自

“利”作为唯一的先在性进行探讨，那么在经济活

动当中的伦理反思必然会沦为一种主义性的文化

规劝。完全以经济本能而开展的商业并无德性可

言，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缺乏德性的商业并不能做

到畅通无碍，从而达到盆满钵盈的状态，毕竟人类

社会是一种群体性存在。最理想的状态便是在经

济规则基础之上对德性进行彰显，即养利也要做

到崇义。商业德性，即处理自己和国家、消费者关

系的行为范式。一个商人必须备有相应的道德修

养。《史记》中有个故事：在春秋年间，秦准备袭

击郑国，“兵到滑”，被郑国的一个商人弦高“遇

之”，便自觉“以十二牛劳秦师”，直致“秦师惊而

还，灭滑而去”。商人弦高就很好地诠释了在国

家之义与个人之利之间的取舍，商人虽然好利，但

并不一定要阉然媚世，唯利是图。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好利欲富是人的本性，不

管是天子还是庶民都会有欲望，都有着一颗趋利

的心。既然“利”的存在是一种原动力，让天下人

都趋之若鹜，那么在“货畅其流”的过程中如何做

到不任其发展至泛滥之境，如何不让人性负的一

面急剧扩大化呢？“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４］对于正当的商业来讲，在增值的过程中必

然会形成对“德”的诉求。其德性便是在合乎道

德规则的前提之下为国家创造的物质财富。这即

是对合宜商德的一种期求，即以诚实守信、市不豫

贾、勤俭经营为基本。“商”所存在的意义不仅仅

在于创造财富，更在于用它所缔造的财富去推动

文化的发展，去促使社会的进步。孔子有言：“质

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４］

对商业来讲，增殖财富是它的“质”，而对“义”的

追求则是它的“文”。“质”代表着欲望与初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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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人性的一种体现；“文”则代表着理性与最高

的追求，是外在德性的制约。在货畅其流的过程

中倡导商的伦理诉求，如能成为“富好行其德

者”，以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在拥有财富的时候

能够乐善好施、爱国守法，这就能达到一个社会认

可的层次，可称之为君子了。故此，“商而能之，

货畅其流”之价值便在于对“利”的追求上实现

“义”的归宿，也是其德性的体现。

４　教育价值：“克己”之下的伦理重构
社会的生命力来自足够的空间和自由，我们

不能因为“人类正处在一个丧失了理性秩序和义

维度的殖民化生活世界”［５］，就要产生人地危机、

人际冲突、人心失衡。因为由人产生的一切恶果

最终也必须由人全部承担。当资本呼唤出人类无

限的欲望时，会致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发生断裂，此时必然会要求重构财富与责任，价值

与意义便成了诉求的对象。

成利致义，如何让当年的“义”“利”互存充分

实现今日的教育价值便成了我们再次重视的对

象。即如司马迁所言：“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

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２］

毋庸置疑的是，“共识”势必产生“合力”。在当今

人的伦理构建规则之下，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可

最大可能地处领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并在此基础

上凝聚出社会共同的范式，以此形成一股合力，完

成我们共同的梦想。当然获得共识的基本路径只

能是将检验真理的实践、能动的创新内化为人们

内在的“价值认同”。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太史公认为，有德之人富裕了，必会“好行其德”；

平常之人富裕了，则会“以适其力夫千乘之王”。

在司马迁的眼里，上到天子下到庶人，都不喜欢

贫穷。

到今天，我们必须承认价值观建立在一定的

经济基础之上，这也是马克思所赞同的上层建筑

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当经济增长到相应的水平

时，必然会对价值观念产生不同的要求。国家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为我们解决了

贫困问题，现正带领着广大人民群众大步迈向小

康社会，过上富裕的生活。作为小老百姓所要做

的很简单，就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里认真负

责地活着。换句话说，就是富而后教化之，再达到

富而好礼的层面。因此，君子在经济上富足了，便

喜好去彰显仁德之性；平常人富有了，就会随心地

为社会做他所应当做之事。

伦理以一种理性态度关注世俗的琐事，以价

值的判断提供解决现世问题的方向。单就人本性

自利的层面分析，民众趋利求富的行为便无可厚

非。只要重视道性的修养，以义来保证利的运行，

便无可置疑，毕竟货殖只要在规范性下发扬其竞

争性，便是有意义的。因为虽然非道德经营架空

了道德存在的根基，却没有实现想象中的“利”的

最大化。这不能不让我们对商业对经济进行伦理

与哲学上的反思，由此而导致“义”存在的必要

性。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信用是

一种无形的资产，犹如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可以

为从商者带来一个良性的运行空间，由信用而产

生信心，由信心而产生效益。如果只是一味求

“利”必会引发一系列的伦理困境，伦理哲学上的

迷茫同样会在经济方面引发多米诺骨牌的危机效

应。犹如廉吏久富、廉贾归富，单纯的个人利益至

上并不能达到真正理想的境界。经济之德便在于

富国便民，通过自由的商业活动使国家的财富值

得以增长，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生活方便、

富足从而达到居安业乐的效果，这便是商之德性

的彰显。

大家知道，“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

们的利益有关”［６］，无论哪个阶级的矛盾还是各

阶级的斗争归根到底皆由双方“利”上的抵牾与

争执所引发。千百年来，生活在华夏土地上的中

国人都在追求如何让我们的国家怎样走向富强之

路。太史公认为，商业发展致使“富”“利”的出

现，这是个自然势态，也是人们对富足安康的追求

的人之天性。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为维护整

个社会的物质利益体系能在根本上达成一致并调

节那些非对抗性的矛盾，以促进我国在初级阶段

的生产力不断迅速发展、社会及其成员之所需也

能得到逐步满意的重要原则。用中国式话语解

读，就是在建立起“礼”“义”的自觉之下追求

“利”的最大化。

司马迁提倡根据社会实际，将农工商虞并重，

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商的产生

是社会的必然，而这种必然又必须符合道德伦理

的规束，这本就是一种“克己”之下“礼”“义”的

自觉，也是一种伦理道德的重新构建。即既肯定

人们在逐利的过程中不能违背“义”的平衡性，也

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

位。《货殖列传》的义利互存既关乎国家的物质

观，也是国家德性标尺的体现，它对“义”的追求

对今天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的培养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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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借鉴意义。

５　结语
由于改革纵向深入，我国在经济上的秩序产

生了一定的变化，过往简单的崇尚道德伦理的观

念逐渐不能满足今天经济成长的需求。市场经济

的效率论让传统伦理的内容有些无措。当下对伦

理的诉求是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来满足人在经济逻

辑下对财富的追求，同时又为人提供相应的思想

资源。这便要求人要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精神健

全的、完整的人，即在理性主导下诞生伦理的

觉醒。

道德意志及力量表现为感性的行为和实践，

其真正的主旨却是一种刚性，或者说是理性的凝

聚，天地以至诚来衍生万物，人只有心存忠信，才

能得到天的助顺，才可以立足于天地之间。最为

常态的伦理要求为“内不自以欺，外不以欺

人”［４］，这也是理性对感性的主宰和支配。

当然，我们在利与义的抉择当中必然会遇到

相应的难题。譬如：经济的主要体系暂未完整地

构建，而道德评价的对象也只是限定于行为主体

的行为和品德，这样会引发经济主体不够清楚，同

时道德承担者也明晰不了的问题。这其实就是

“义”与“利”互存问题，司马迁的《货殖列传》给

我们的难题提供了一个如何针对义利取舍的蓝

图，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如何在刚性的“义”下掌控好“利”的取舍本

也是道德理性的根本，追逐合理的“利”在今天便

是道德理性的一种彰显，即在逐利过程中让心灵

的良知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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